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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质量控制、供货能力是合作社实现“农超对接”、提高参与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用江西省２４２个合作社
数据，采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分析合作社具体的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情况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参与
程度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拥有生产标准和建立了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合作社更容易实现“农超对接”；建

立可追溯体系的合作社参与程度会更高；进行产前安全培训既有利于合作社实现“农超对接”，又能提高“农超对接”

的参与程度；合作社供货规模越大，实现“农超对接”可能性越高，参与程度越深；加强合作社配送能力可以促进合作

社实现“农超对接”；统一施肥影响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增加；而合作社农产品品种越多，其参与

“农超对接”的程度会越低。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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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农产品流通中出现季节性、局部性的生产者“卖
难”和消费者“买贵”以及“两头诉苦，中间喊冤”的问题［１－２］，

同时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也逐

步提高。而“农超对接”能够较好解决“卖难买贵”问题，有效

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３］。在此背景下，国家大力支持超市

同农产品生产者开展“农超对接”。本研究利用对江西省２４２
家具有代表性的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分析合作社

内部质量控制行为、供货能力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

程度的影响。根据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消费者如今更加注重

农产品的质量，对具有质量安全可追溯标识的农产品具有较

高的支付意愿［４］。超市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农产品

销售的主要载体［５］，即“农超对接”将成为农产品销售的主要

渠道。而超市作为零售商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

求，就需要供应商满足超市不确定的订货需求［６］。因此，合

作社需要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提高供货能力［７］。综上分析，

可以预测合作社为了参与“农超对接”，提升参与程度，须要

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供货能力。然而，具体是何种质量

控制行为、哪一方面的供货能力影响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

的实现以及参与程度，本研究将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

１　文献回顾

众多学者就“农超对接”展开了诸多研究，大多学者认为

我国分散且传统的小规模农户难以同超市直接对接，而农民

合作社则可以整合分散的农户，从而有效参与“农超对

接”［８］。就“农超对接”模式中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研究，中国

超市数量的持续增长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空间，

超市凭借其购物环境优良、食品安全让人信赖将会成为农产

品销售的主要载体［５］。甘文霄等研究“农超对接”模式下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并分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各

方的义务以及责任［９］。“农超对接”供应链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于其可以更好地控制农产品的品质［１０］，超市对“农超对

接”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则是依据超市内部质量检测成本的大

小进行选择。“农超对接”中零供双方关系博弈，生产者选择

是否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取决于生产该质量等级商品的成

本和超市愿意支付该等级质量的农产品价格［１１］。部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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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农超对接”背景下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进行了研究。

由于超市作为零售终端对食品安全承担重要责任，因此各大

超市大力推行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１２］。在质量安全可追溯

体系下，超市或监管部门通过对不合格产品进行处罚，同时运

用价格手段激励生产者生产高质量农产品，来保证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１３］。在“农超对接”模式中，合作组织整合上游农

户，形成更有活力的整体与下游超市实现对接，这样的模式才

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变得可能［１４］。然而，现阶段我国农

产品生产者多为分散的农户，处于产业链末端，产品质量安全

意识差，难以达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因而农产品安全的源

头控制难度较大［１５］。超市仅关注农产品表面的外观质量，缺

乏规范农产品检测体系［１６］。合作社提供的农产品品质越高，

尤其是通过安全认证，建立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农民合作社

参与“农超对接”的可能性就越高［１７］。纵观各位学者的研

究，大部分学者是基于“农超对接”背景下研究“农超对接”供

应链中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研究内容多为“农超对接”模

式中零供双方的博弈对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与在质量安全可

追溯体系下“农超对接”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因此现阶段的研究存在以下２点不足：第一，研究未能深入探
讨合作社的具体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对“农超对接”的影响，即

究竟是哪些质量控制行为影响其参与“农超对接”。第二，各

位学者的研究首先设定各利益主体参与了“农超对接”，再探

讨各利益主体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未参与“农超对接”的合作社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但是存

在这样一种现状，即中国“农超对接”参与程度并不高。亚太

地区通过“农超对接”模式销售农产品的比重超过７０％，美国
超过８０％，而我国仅为１５％左右［１８］。面对“农超对接”具有

增加农户收入，提供稳定的订单等作用［１９］，大多数未参与“农

超对接”或参与程度较低的农产品生产者是积极主动地提高

农产品质量，保障农产品安全，从而加入“农超对接”供应体

系中，这是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而主动改变内部行为以适应新

环境的过程。农户团体生产的改变更多的是来自消费者对农

产品质量改善的要求［２０］。然而，合作社仅仅提高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并不能使其有效参与“农超对接”和提高参与程度，至

少还需要农产品供应方具有较强的产品供应能力。关于该方

面的研究也有许多，农民合作社能够提高和控制农产品的质

量，但也因供货量的限制而获利有限［２１］。农产品供应规模达

到一定程度，采取“农超对接”渠道利润才会更高［２２］。我国

农业生产模式大多为传统的小农生产，其产量小，无法长期稳

定满足超市对供货量的需要，因此许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

者）难以参与“农超对接”［２３－２４］。农产品供应商难以满足超

市对供货规模和品质的要求，使得供应商难以参与“农超对

接”［２５］。具有资本优势的农民合作社凭借其供货规模、产品

质量和种类丰富更容易参与“农超对接”［２６］。供货规模越大

的农民合作社以及越大规模种植户越有利于参与“农超对

接”，且程度会越高［２７－２８］。超市农产品的中央采购已经势在

必行，这就要求农产品供应方具有一定的供货能力以及提供

品质优良的农产品［２９］。其他学者从侧面进行了佐证，牛肉供

应商供货能力对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３０］。供应商承担风

险的情况，只有增加自身供货能力，协作才会给供需双方带来

额外的利益［６］。因此，本研究综合合作社农产品质量安全控

制和供货能力两大方面，分析具体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和供

货能力情况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影响，

在以下方面对“农超对接”文献有所贡献：一是基于江西省具

有代表性的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对其内部具体的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客观反映

出江西省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弥补

了现有文献忽视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主动行为的研

究以及对内部具体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供货能力情况研究不

充分的缺陷。也为政府制定详细的政策，分类指导合作社提

供数据支持。二是考察了已有文献中的大多数解释变量，并

采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首先探讨质量控制、供货能力对
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的影响，再研究质量控制、供

货能力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程度的影响。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可以有效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问题，
使得结果更加准确，可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

２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本研究分析合作社具体

的质量控制行为和具体的供货能力情况对合作社参与“农超

对接”的实现与程度的影响。根据安全质量认知情况、合作

社内部监管（农药监管等）对质量控制行为具有影响［３１］；农

户参加食品安全培训等对农户参与“农超对接”具有显著影

响［３２］。本研究将合作社质量控制的具体行为设为以下６项：
合作社是否有生产质量标准、是否参与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产

前开展质量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情况、组织统一施肥情况、组织

统一治理病虫害情况、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知度。

依据上述有关供货能力的文献分析，结合调研情况，将具体的

供货能力情况分为以下４项：供货规模、产品种类、配送能力、
分级包装能力。各变量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

程度的影响方向预期如下。

２．１　质量控制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
影响

２．１．１　是否有农产品生产质量标准　“农超对接”模式中，
超市作为零售端直接面对消费者，要求其农产品采购具有一

定标准。“农超对接”中超市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产品

规格、质量有着较高的要求［３３］。超市在采购中更多执行其特

定的质量和安全标准［２５］。据此可以假设 Ｈ１：合作社拥有农
产品生产质量标准，参与“农超对接”实现的可能性较大，程

度较高。

２．１．２　是否加参加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质量安全可追溯
体系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拥有质

量安全可追溯标识的农产品市场认可度更高，超市采购意愿

也更加强烈。合作社农产品通过安全认证、建立农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体系，其参与“农超对接”的可能性会较高［１７］。

据此可以假设Ｈ２：合作社参与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参与“农
超对接”实现的可能性较大，程度较高。

２．１．３　产前组织质量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情况　生产者具备
一定的质量安全生产知识能够提升产品品质，可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农产品安全，从而促进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

和程度。为推进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合作社对农户进行

培训来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提升农产品质量［３４］。增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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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参与“农超对接”意愿，提出须加强合作社生产、管理培训，

提高整体实力［３４］。据此可以假设 Ｈ３：合作社组织有效的安
全生产知识培训的次数越多，参与“农超对接”实现的可能性

就越大，参与程度就越高。

２．１．４　合作社组织统一施肥和统一治理病虫害情况　合作
社根据生产中的实际情况组织统一的施肥、病虫害治理，可以

有效控制农产品的质量和规格，进而促进合作社参与“农超

对接”实现和参与程度提升。合理使用农药重要性具有显著

影响［３２］。据此可以假设 Ｈ４：合作社组织统一施肥和统一治
理病虫害次数越多，参与“农超对接”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参与程度就越高。

２．１．５　生产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知度　生产者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知程度越高，其控制产品质量

行为的积极性越大，从而越能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农超对

接”。农户质量安全意识差，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

知度低，难以达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从而难以深入开展“农

超对接”［１５］。据此可以假设Ｈ５：生产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
要性的认知度越高，参与“农超对接”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参与程度就越高。

２．２　供货能力情况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
的影响

２．２．１　合作社供货规模　合作社供货规模是超市供货能力
的重要体现。大部分合作社愿意参与“农超对接”，但受到供

货规模小的限制，难以真正实现对接［３５］。生产规模越大的农

户越愿意同工商企业和合作组织或协会合作［３６］。据此可以

假设Ｈ６：合作社供货规模越大，参与“农超对接”实现的可能
性就越大，参与程度就越高。

２．２．２　合作社农产品种类　超市作为零售终端，面对具有喜
好差异的消费者，满足消费者的差异性选购则需要合作社能

够提供多种类农产品。出口产品多样对制造业的贸易条件起

到显著的改善作用［３７］。据此可以假设 Ｈ７：合作社农产品种
类越丰富，参与“农超对接”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参与程度

就越高。

２．２．３　合作社农产品配送能力、分级包装能力　合作社的配
送能力和农产品分级包装能力决定合作社销售对象的选择和

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合作社的配送能力和农产品分级包装能

力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７］。据此可以假设 Ｈ８：合作社农产品配送能力、分级包
装能力越强，参与“农超对接”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参与程

度就越高。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获取
首先，笔者所在课题组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江

西省农业厅（２０１３）公布的江西省１１个地（市）国家级示范
社、省级示范社、普通合作社的数据，将全省合作社分成相应

的３个层次。考虑到调查样本中要有一定数量的示范社，因
此笔者所在课题组根据省级以上示范社的分布情况，同时为

了避免调查过于分散，选择省级以上示范社相对集中的县

（区）作为样本县（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至少拥有生鲜农产

品类示范社 ６家（含）以上的县（区），共得到 ２４个样本县
（区）。在２４个样本县（区）中将省级及以上示范社固定为调
查样本社，再从２４个样本县（区）中随机抽取普通的生鲜农
产品合作社，共得到２４２家合作社样本。调查时调查人员采
用一对一、面对面的调查方式，力图使受访者回答准确、可靠，

调查的２４２份问卷全部有效。
３．２　变量测度

全部变量的名称、含义、赋值及预期见表１。

表１　模型变量的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 代码 变量含义及赋值 预期

被解释变量

是否参与 ｙ１ 是否参与了“农超对接”：参与＝１；未参与＝０
参与程度 ｙ２ 通过“农超对接”渠道销售农产品数量占总销售量比重

解释变量　
质量控制　 生产标准 ｘ１ 是否有生产质量标准：是＝１；否＝０ ＋

可追溯体系 ｘ２ 是否参与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参与＝１；未参与＝０ ＋
质量安全培训 ｘ３ 从未组织＝１；组织但不多＝２；组织较多次＝３；经常组织＝４ ＋
统一施肥 ｘ４ 从未统一＝１；统一但不多＝２；统一较多次＝３；经常统一＝４ ＋
统一治理病虫害 ｘ５ 从未统一＝１；统一但不多＝２；统一较多次＝３；经常统一＝４ ＋
质量安全认知度 ｘ６ 不重要＝１；不太重要＝２；一般＝３；重要＝４；非常重要＝５ ＋

供货能力　 供货规模 ｘ７ 很小＝１；较小＝２；一般＝３；较大＝４；很大＝５ ＋
产品种类 ｘ８ 很少＝１；较少＝２；一般＝３；较多＝４；很多＝５ ＋
配送能力 ｘ９ 能够自己配送＝１；不能自己配送＝０ ＋
分级包装能力 ｘ１０ 有＝１；没有＝０ ＋

３．３　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决策模型估计农民合作社

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情况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

和程度的影响。第一阶段，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二元选择模型分析合
作社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情况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的

实现的影响；第二阶段，使用 ＯＬＳ估计法进一步分析参与了
“农超对接”的合作社，其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情况对其

参与“农超对接”程度的影响。

在第一阶段中，因为被解释变量为合作社是否参与“农

超对接”，是二分变量，所以采用Ｐｒｏｂｉｔ二元选择回归模型，运
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为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模型：

Ｐ＝α０＋α１ｘ１＋α２ｘ２＋α３ｘ３＋α４ｘ４＋…＋αｎｘｎ＋ε。 （１）
公式（１）是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第一阶段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其中，Ｐ表
示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概率；α０、α１、α２、α３、α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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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ｎ表示待估计参数；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ｎ表示解释变量；ε表示
随机干扰项。

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的第二阶段基于参与了“农超对接”的样
本数据，采用ＯＬＳ法估计合作社的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
情况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程度的影响。同时在公式中加入

米尔斯比率λ作为方程估计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从而克服
样本抽样中的选择性偏差。方程为：

ｙ＝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１０ｘ１０＋δλ＋μ。 （２）
式中：β０、β１、β２、…、β１０和δ表示带估计参数；ｘ１～ｘ１０表示解释
变量；μ表示随机干扰项。

４　计量分析

４．１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考察合作社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情况对合作

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其中，合作社

是否参与“农超对接”是第一阶段考察的被解释变量，对其进

行描述分析（表２）。在抽样的２４２个合作社中，参加“农超对
接”的合作社共有１９６个，占样本总体的８１％，未参加“农超
对接”的合作社共４６家，占样本总体的１９％。可见，大多数
合作社愿意且参与了“农超对接”。

表２　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情况

参与情况 频率
占比

（％）
有效占比

（％）
累积占比

（％）

未参与“农超对接” ４６ １９ １９ １９
参与“农超对接” １９６ ８１ ８１ １００
合计 ２４２ １００ １００

　　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是第二阶段考察的变量，
对其进行描述分析（表３）。在抽样的２４２家合作社中，参与
“农超对接”的程度均值为１８．８，其中最大值为７５，最小值为
０。可见，样本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得程度较低，合作社之
间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差距较大。

表３　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情况

参数 参与“农超对接”程度

均值　 １８．８
标准差 １６．６０２
最小值 ０．０
最大值 ７５．０

　　在抽样的２４２个合作社中，具有生产标准的合作社共有
２２８家，约占９４％；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合作社
共有１６３家，约占６７％；合作社经常组织产前培训；统一施肥
和统一治理病虫害的次数较多；总体上对安全认知度较高；供

货规模和供货种类处于较高水平；具有配送能力的合作社共

有１９８家，约占８２％；具有分级包装能力的合作社共有１７３
家，约占７１％（表４）。
４．２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统计软件中 Ｈｅｃｋｍａｎ命令分析合
作社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

和程度影响，２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数据与模型的拟
合程度较好。另外，λ的系数不为０，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样本选择偏差存在。因此，使用Ｈｃｅ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检

表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生产标准（ｘ１） ０．９４ ０．２３４ ０ １
可追溯体系（ｘ２） ０．６７ ０．４７０ ０ １
质量安全培训（ｘ３） ２．８３ ０．８６１ １ ５
统一施肥（ｘ４） ２．８９ ０．８１５ １ ４
统一治理病虫害（ｘ５） ３．０７ ０．８４２ １ ４
质量安全认知度（ｘ６） ４．４３ ０．７２１ １ ５
供货规模（ｘ７） ３．７８ ０．６６１ １ ５
产品种类（ｘ８） ３．３６ ０．９２０ １ ５
配送能力（ｘ９） ０．８２ ０．３８６ ０ １
分级包装能力（ｘ１０） ０．７１ ０．４５２ ０ １

验合作社质量控制行为和供货能力对其参与“农超对接”的

实现和程度影响是有必要的。由表５可知，第一阶段中生产
标准（ｘ１）、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ｘ２）、质量安全培训
（ｘ３）、统一施肥（ｘ４）、供货规模（ｘ７）、产品种类（ｘ８）、配送能
力（ｘ９）对合作社是否参与“农超对接”具有显著影响；建立质
量安全可追溯体系（ｘ２）、质量安全培训（ｘ３）、统一施肥（ｘ４）、
供货规模（ｘ７）、产品种类（ｘ８）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程
度具有显著影响。

表５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代码
第一阶段（ｙ１） 第二阶段（ｙ２）
系数 ｚ值 系数 ｔ值

生产标准 ｘ１ ０．６９４ １．８２ －２．５２９ －０．５９
可追溯体系 ｘ２ ０．６４４ ３．６４ ９．６２４ ４．０３
质量安全培训 ｘ３ ０．３５４ ３．６５ ４．３７７ ３．６４
统一施肥 ｘ４ ０．３２３ １．８４ ３．９８２ ２．３３
统一治理病虫害 ｘ５ －０．２２８ －１．４０ －１．３９５ －０．８６
质量安全认知度 ｘ６ －０．２７５ －１．６２ －０．５０８ －０．３４
供货规模 ｘ７ ０．３８２ ３．３６ ３．４９２ ３．２２
产品种类 ｘ８ －０．３４３ －２．２６ －３．３４８－２．１９
配送能力 ｘ９ ０．０４４ ２．３７ １．７１３ ０．６４
分级包装能力 ｘ１０ ０．１１６ ０．４９ －０．８９３ －０．３９

回归方程系数 －０．３８９ －０．４０ －２．５４３ －０．２８
λ — — －３．５１９－１．８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差异显著。

ＬＲχ２（１０）＝４４．９９，Ｐ＞χ２＝０．００００；Ｆ（１０，２３１）＝６．７５，Ｐ＞Ｆ＝
０００００。

４．３　估计结果分析
４．３．１　合作社是否拥有生产质量标准对合作社参与“农超
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影响　合作社是否拥有生产质量标准
（ｘ１）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第一阶段模型的检验但
未通过第二阶段模型的检验。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拥有生产质量标准的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可能性高

于未拥有生产质量标准的合作社。但合作社是否拥有生产质

量标准并不能影响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也就是

说在参加了“农超对接”的合作社中，无论合作社拥有生产质

量标准，还是没有生产质量标准，两者的参与程度不会产生明

显差异。

４．３．２　合作社是否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对合作社参与
“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合作
社是否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ｘ２）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通过了第一阶段模型和第二阶段模型的检验。说明建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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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合作社相对没有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的合作社参与到“农超对接”的可能性更高。并且在参与“农

超对接”的合作社中，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合作社通

过“农超对接”模式销售农产品的比重高于没有建立质量安

全可追溯体系的合作社通过“农超对接”模式销售农产品的

比重。原因在于超市为保证产品质量，更愿意销售具有质量

安全可追溯标志的农产品，使得超市更愿意同该类合作社对

接。而消费者更愿意在超市购买具有质量安全可追溯标志的

农产品，使得生产者更愿意将产品供应给超市，从而使得参与

“农超对接”的程度更高。

４．３．３　质量安全培训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
度的影响　质量安全培训（ｘ３）在２个模型中均达到１％水平
下的显著。说明合作社开展质量安全培训的次数越多，实现

参与“农超对接”的可能性就越大；合作社开展质量安全培训

次数越多，其农产品通过“农超对接”模式销售的比重就越

高。原因在于对生产者开展质量安全培训可以提高生产技

能，规范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质量等。因此，超市同合作社

对接的概率更高，合作社更愿意通过超市销售农产品来提高

收入。

４．３．４　统一施肥、统一病虫害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
实现和程度的影响　统一施肥（ｘ４）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模型中分别在１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在合理
的施肥次数下，合作社统一施肥的次数越多，合作社实现参与

“农超对接”的可能性就越高，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越深，

这与上述预期一致。而合作社统一病虫害（ｘ５）的次数对合
作社实现参与“农超对接”以及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程

度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与前述的假设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合作

社经营的农产品为生鲜农产品，且合作社生产较固定，产生的

病虫害也相对类似，处理方法较固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

合作社之间没有因为病虫害问题产生较大的差异，从而统一

病虫害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没有产生显

著的影响。

４．３．５　生产者质量安全重要性认知度对合作社参与“农超
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影响　质量安全认知度（ｘ６）在２个阶
段的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上述假设不一致。说明

无论生产者对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知度处于何种程度，都不

会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可能是因为合作社农产品只要达到了超市的要求即可，同时

合作社对农户的生产具有一定的要求，即使生产者对质量安

全重要性认知度低也需要生产达标产品，因此不会提升合作

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

４．３．６　供货规模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
影响　供货规模（ｘ７）在２个模型中均达到１％水平下的显
著。说明合作社供货规模越大，实现“农超对接”的机会就越

大、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就越高，这与前述的假设相一致。

李莹等也有类似发现，那些供货规模大的合作社更容易参与

“农超对接”，且参与程度较高［２７］。

４．３．７　产品种类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
影响　产品种类（ｘ８）在２个模型中均达到５％水平下的显
著，且具有负向影响。这与前述假设相反，本研究估计结果显

示，合作社产品种类越多，其参与“农超对接”的可能性就越

低；在已参与“农超对接”的合作社中，产品种类越多，其参与

“农超对接”的程度就越低。笔者所在课题组认为，现代超市

的发展使得采购发生变化，更加趋向于单一、大规模的采购；

同时许多村镇发展“一村一品”形成特色竞争力参与“农超对

接”。不同区域超市会通过“一村一品”的方式同整个村庄就

单一农产品签订购销合同［３８］。

４．３．８　配送能力、分级包装能力对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
的实现和程度的影响　配送能力（ｘ９）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
通过第一阶段模型检验，这与前述假设吻合。说明合作社具

备配送能力对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影响重大，超市作为销

售终端，专注于销售方面。“农超对接”的实现使得中间商退

出了供应链之外，合作社具有配送能力有利于超市大宗产品

远距离采购，保障超市的高效运营。配送能力（ｘ９）未能通过
第二阶段的模型检验、分级包装能力（ｘ１０）未能通过２个阶段
模型的检验，这与前述的假设不符。说明配送能力不是影响

合作社“农超对接”参与程度的因素。而分级包装能力也不

能影响合作社是否参加“农超对接”以及参与“农超对接”的

程度。

５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理论分析和学者的研究情况［３９］，预测影响合

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实现和程度的因素，并进行实证分析

对相关命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合作社是否实现“农

超对接”受到是否拥有生产标准、是否建立可追溯体系、开展

质量安全培训、统一施肥、合作社供货规模、产品种类和配送

能力的影响。其中，生产标准、可追溯体系、质量安全培训、统

一施肥、合作社供货规模和配送能力对合作社实现“农超对

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产品种类对合作社实现“农超对接”

具有负向显著影响。第二，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受

是否建立可追溯体系、开展质量安全培训、统一施肥、合作社

供货规模和产品种类的影响。其中可追溯体系、质量安全培

训、统一施肥和供货规模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产品种类对合作

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具有负向显著影响。第三，江西省

大部分合作社实现了“农超对接”，但合作社通过“农超对接”

模式销售农产品的比重不到２０％，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较
低。对此，本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合作社应加强对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的控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包括

建立生产标准、参与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对农业生产施肥等

活动进行指导、培训和控制。同时，政府应加强对质量安全的

监管、检测。另外，合作社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伴随着成本的提

高，超市的收购价格相对应的应给予提高，政府也应当在质量

控制行为上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第二，大力发展

“一村一品”以及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提高供货规模，事实

上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这是因为发展“一村一品”并扩大

生产规模，规模经济的优势就越明显。而单一地大规模农业

生产将面临难以预测的市场需求风险。对此首先要合理选择

“一村一品”的农产品，其次政府应在金融保险方面提供扶

持，保障生产者得利益。第三，将“农超对接”工作重点从鼓

励参与转移至如何提高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程度上。

在“农超对接”实践中，江西省大部分合作社积极参与“农超

对接”，然而参与程度偏低。对此，主要是通过提高质量、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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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来实现。第四，加快农地流转进程，促使农地适度规模

化经营。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必定伴随着农业生产用地的增

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政策，适当鼓励农民以农地入

股加入合作社，从而促进生产规模扩大，提升供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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